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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身心障礙者車船半價優待」是台灣施行最久的福利政策之

一，本文將重現與分析該政策之制訂與修正的過程，期盼能更深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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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慈善」和「權利」經常被用來描述傳統和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

主要特徵。傳統社會福利是出自於「慈善」，是由上而下對不幸者提

供恩惠與協助；而現代社會福利則是奠基於「權利」，是對一般國民

生活條件的基本保障。傳統社會救濟制度只有當殘疾者無依無靠，無

法自力生活時才會和老弱婦孺同樣獲得救助（林萬億 1995；2012；

2014）；而現代社會福利則不將女性、未成年、身心障礙者視為被保

護的客體，而是具有權利主體的公民（蕭新煌等 2018: 30）。國內多

數研究均認為台灣過去身心障礙福利制度的發展軌跡，就如同西方一

樣是由「慈善」朝向「權利」邁進的過程（王國羽 2008；邱大昕、陳

美智 2015；張恒豪 2011；2015；張恒豪、顏詩耕 2011；蔡依倫

2010；廖福特 2008；Chang 2007; Wang 2007; Tsai and Ho 2010）。

清治時期由地方仕紳所成立的善堂乃屬於「慈善」性質。這些善

堂之業務多屬混合性質，為老弱貧民殘疾孤寡提供濟貧、醫療、生

育、養老、喪葬等協助（林萬億 2014: 17；梁其姿 1997）。日本統治

初期在後藤新平改革派方針下，台灣原有的慈善養濟院整合成為慈惠

院制度。慈惠院主要工作除了救貧外，也包括精神病患收容、盲啞教

育等。到了 1920 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緩和日益高漲的抗日民族主

義，開始實施與日本新式「社會事業」政策相類似的措施（大友昌子

2012）。與此同時，傳統的社會救濟組織也開始復甦，從1930到 1940

年間，台灣的個人或團體與市街庄，實際擔負 90%以上的貧民救助工

作。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社會事業逐漸轉為戰爭輔助組織。

1945年日本戰敗撤退後，國民政府一方面將中國的典章制度移植到台

灣，另一方面繼續沿用日本殖民政府所建立的治理知識和制度。台灣

省政府根據 1943 年在中國大陸公布的《社會救濟法》，辦理台灣的

社會救助工作（孫健忠 1995）。1950年代美援帶來的經濟發展效果，

有助於政府推動社會政策。然而在鞏固軍事反攻力量與經濟發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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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量之下，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的福利政策，是以軍公教及公營事業

的勞工保險為主，而以傳統針對老弱婦孺殘廢等的社會救助為輔（呂

建德 2010）。1955至 1966年間，國外教會捐款贊助之殘障養護機構

大量出現，主要收容對象為小兒麻痺孩童（林萬億 2014: 23）。

解嚴之前的威權體制對社會高度嚴密監控與滲透，人民難有表達

不公不滿的機會與能力。在政治與經濟掛帥下，社會力受到嚴重壓抑

（何明修、蕭新煌 2006；蕭新煌 1989）。1970年代台灣工業生產開

始超越農業生產，經濟發展逐漸從農業轉變為工業型態。工業社會的

問題也逐漸浮現，而傳統家庭功能則開始沒落，使得社會福利需求與

支出更為迫切（彭懷真 1987；詹火生 1991；2005；2011；蔡明璋

1986）。國民黨政府來台前期之政權合法性，主要來自外部其他國家

的承認與軍事支援，而非來自內部被統治者的支持（傅立葉 1995:

173）。因此，當 1970年代末期，國民政府遭遇中美斷交、中壢事件

及美麗島事件，其統治正當性受到重大挑戰時，為搏取內部對其政權

合法性的支持才會有 1980 年通過的「社會福利三法」—《老人福

利法》、《殘障福利法》、《社會救助法》（林萬億 2012；2014）。

1980年代解嚴之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力量的崛起，經

常被視為台灣社會福利制度變革的轉捩點（林萬億 2012；2014；邱慶

雄 1998；陳俊良 1992；張恒豪、顏詩耕 2011；Chang 2007; Wang

2007; Tsai and Ho 2010）。

然而，公民權利的爭取是個漫長累積的過程，而目前的研究多半

將注意力集中在解嚴之後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解嚴之前一般被視為

社會運動的「隱匿時期」（許維德 2011），這時期有關福利制度的研

究偏重在中央政策政綱或施政理念的分析（林萬億 1995），而較少注

意到民間團體與政府之間的協商與互動。為了瞭解當時身心障礙團體

由下而上所發動的改變力量，本文試以台灣施行最久的福利政策「身

心障礙車船半價優待」為例，透過台灣省議會之檔案、公報、議事

錄、媒體等相關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來探討戒嚴時期身心障礙福利政

策之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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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盲人福利協進會的成立

1952年 9月台灣省立台北盲啞學校校長柯潮洲，1 與該校盲人教

師楊根盛、高火、郭在、許水火等人，共同發起光復後全台第一個身

心障礙團體—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2 並於同年 12月 30日舉行

成立大會時推選柯潮洲擔任首屆理事長。3 根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

組織法》第八條規定「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其同性質同級者，

以一個為限」，因此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是當時台灣唯一合法的盲

人福利團體。隔年（1953 年）3 月 28 日柯潮洲又參與籌備成立台灣

省聾啞福利協進會，並當選理事長。4

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於 1953年 8月 19日舉行第一屆第一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為使會員交通安全起見，特訂凡本會會員

者（盲人），一律持用白杖，以為交通標誌。」建請省交通處發函各

交通單位、各縣市政府，及各運輸業者，對於持白杖盲人予以留意及

保護。5 在盲人福利協進會舉行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之後，柯

潮洲赴台灣省臨時省議會請願，希望政府建設盲人住宅低價租給盲人

居住、公立醫院盲人免費或半價、公立醫院增設理療科聘用盲人按摩

師、盲人免戶稅、台灣中東部增設盲校、設立盲人會館並設圖書及編

譯處、盲人乘車免費陪同者半價等。在中央民意代表尚未全面改選之

前，省臨時省議會及後來的省議會一直是台灣社會菁英直接反映基層

民意的重要場所（王靜儀 2014）。不過當時省社會處的答覆是：「政

1 柯潮洲，1916年生，嘉義人，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畢業，曾留任該校任助教，繼升講
師。戰後返回台灣，1947年 9月至 1950年 7月擔任台灣省立潮州中學校長，後調升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視察，並擔任台灣省教育會監事。1951年 8月至 1957年 1月任台
灣省立台北盲啞學校校長，離職後改從商。參閱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編（1953:
163）。

2 〈李孟養訪談紀錄〉，2017年 12月 22日，台北市。
3 〈盲人福利會昨日成立〉。《聯合報》，1952年 12月 31日，第 3版。
4 〈聾啞福利會成立出席會員以手勢代言通過成立職業訓練班〉。《聯合報》，1953年

3月 29日，第 3版。
5 《台灣省政府公報》，1953年秋字第 54期，頁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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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財力有限」，但是「如有救濟品時一定分發給盲人」，其他提案交

由議員小組再議。6

同年（1953 年）12 月 5 日，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於台北市中

山堂光復廳舉辦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共有來自 18縣市的 78

位盲人代表參加。台灣省社會處處長謝徵孚 7、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

秘書長謝東閔 8 均列席。會中同時通過提案，包括：（一）請政府保

護盲人職業，如按摩、鍼灸術、相命等；（二）請社會處准予鍼灸、

按摩業者組織公會，俾提高業者地位；（三）請政府予盲者乘車以半

價優待案；（四）請予清寒盲人之家就醫予以免費案；（五）請以中

華民國 42年 12月 5日為「保眼愛盲日」，並發起全省學生每人捐獻

五角至五元作為愛盲捐款案；（六）韓國釜山此次火災應予響應救

濟，擬請本會參加者樂捐一元以上，發揮救濟恤憐精神案等。9

雖然雙目失明的盲人外出常需要有陪伴者帶路，但如果是在熟悉

環境裡，盲人通常能夠靠著手杖獨自探索前進。但 1943年制定之《公

路汽車載客規則》第二十條卻規定，公路運輸機關得拒絕「盲目無人

扶持」者搭乘，10盲人認為陪同者會增加他們的支出。因此，1954年

6月 26日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再度向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及台灣省

社會處陳情，建請政府准許盲人半價乘車。當時不只盲人團體爭取乘

車半價，三軍軍眷也在爭取當中。11 關於乘車半價一事，盲人團體請

6 〈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請願案計十件〉。《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公報》，1953年，第
1卷第 11期，頁 455-456。

7 謝徵孚（1901-1967），法國巴黎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社會部社會福利司司
長、台灣省社會處處長、中國社會學社理事長（關國 1991）。

8 謝東閔也是盲人福利協進會名義理事。
9 〈盲人協進會開代表大會 通過提案多件 兩模範盲人 受省府表彰合協昨理監事會〉。

《聯合報》，1953年 12月 6日，第 3版。
10 《公路汽車載客規則》規定得拒載之旅客包括：（一）盲目無人扶持或病在垂危者、

（二）行動艱難之老人或 12歲以下之孩童無人護送者、（三）身患惡疾或傳染病者、
（四）赤膊及衣服污穢破爛不堪者。

11 台灣省臨時省議會，1957年 10月 21日，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議員張
彩鳳提案為優待三軍眷屬請省府飭公路鐵路兩局對三軍眷屬乘車應憑眷屬補給證予以
半價優待案，送請省政府研究辦理及函復軍眷蔡秋生函詢軍眷乘車半價未見實行案。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57/0a.
html。取用日期：2016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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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書表示：

人之失明猶如天無日月，其痛苦則非筆墨所能表述。現本省

約有一萬四千餘名盲人，均在極度困乏之環境下，作為社會

一份子，耐受失明之痛苦。在行動未能自主之中，毫不挫

志，憑生之意念，站在各人之崗位上努力奮鬥。為自己之生

存，並為國家社會，企求有所貢獻。所幸在民族救星 蔣總

統領導下之政府當局，對於盲人實屬愛護備至，如目睹盲人

行動之不自由，並策安全計，即製保護條例。凡盲人乘車須

有保護人同伴等項，實令我等盲人感銘於心。但僅賴聽覺及

手足謀生之盲人，其經濟收入自然有限，維持日常生活已感

力疲氣歇，自無餘力負担保護人之車費。為此本會經兩次會

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懇請 貴會（台灣省臨時省議會）體

恤盲人由失明所致之劣境，並參照美英法日等國家之先例，

轉請 政府明令交通處優待盲人半價乘車，以減少盲人之負

担，而增進福利。12

當時民間團體向省議會請願需要有省議員居間擔任介紹人，該請

願介紹人為吳三連 13與周百鍊 14兩位省議員。台灣省臨時議會第二屆

第一次大會通過該提案，並將請願書轉給台灣省政府。由於《公路汽

車載客規則》並未規定盲人以外的「傷殘」需要陪同者，如非盲人原

本並無要求車船半價的理由。但是一旦盲人之主張獲得通過，其他障

別對政府與社會的期待也會有所改變。因此同年（1954年）9月 24日

12 台灣省臨時省議會，1954年 6月 26日／ 1955年 8月 10日，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
陳情請政府准許盲人半價乘車案經決議送請省政府辦理。《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
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58/c5/cf.html。取用日期：2016 年 9 月
19日）。

13 吳三連（1899-1988），台南學甲人，東京商科大學畢業。1954年當選台灣省臨時省議
會第二屆議員，1957年連任。

14 周百鍊（1909-1991），台北人，日本長崎醫科大學畢業，九州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台
灣省及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1954年當選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議員。參見中華
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編（1953: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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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回函表示：「殘廢者除盲人之外，尚有聾啞、

缺肢及心神喪失等。其缺兩肢或心神喪失者，不但外出與盲人同樣需

人陪伴，且無法自謀生活。其痛苦並不在盲人之下。如准盲人半價乘

車，其餘殘廢者皆可援例要求，鐵路方面實難應付，且亦難負 其損

失。」15最後省議會折衷將優待對象限於「貧民」，而於 9月 27日之

第 421次例會通過《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進行試辦。

三、車船優待辦法的制訂與修改

1955年 10月 17日台灣省政府將《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

辦法》草案送交省臨時議會審議。該辦法適用對象為不能單獨行動之

「傷殘」者，因此該辦法對「傷殘」為（1）雙目失明者、（2）口啞

失音不能以文字代達者、（3）兩臂或雙腿全缺者、（4）四肢機能不

能行動者。「傷殘貧民」不得以行乞為生，其同行之旅途陪伴人又以

傷殘者本人指定保護人為原則，並以一人為限。「傷殘貧民」應取得

當地公立醫院或衛生院所體檢證明，與鄉鎮市區公所之貧民證明書，

再由當地縣市政府交通處核發傷殘貧民乘車優待證。傷殘貧民及其同

行旅途陪伴人乘搭公民營火車、汽車、輪船一律五折優待，但以普通

班車及三等艙為限。16

（一）傷殘認定

《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對「傷殘」的定義，視障

者必須是雙目失明者，而聽語障者則必須是「口啞失音不能以文字代

達者」。1954年 9月 30日台灣省聾啞福利協進會行文給台灣省臨時

議會，反對《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中的「口啞失音不

15 同註 12。
16 台灣省臨時省議會，1955年 10月 1 日，台灣省盲人、聾啞福利協進會函為對「台灣

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之意見請參考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44/c4.html。取用日期：2016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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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文字代達者」。陳情書中表示，根據台灣省警務 1953年的調查，

全台聾啞人口僅 11%受過教育，89%為文盲。聾人如果可以透過紙筆

文字與他人溝通，外出也許可以不用陪伴人，但聾啞人口無法以紙筆

溝通者佔絕大多數。如果優待只針對「不能以文字代達者」，如此不

僅增加執行上困難，且可能引起「非文盲」聾啞者的反感。因此，聾

啞福利協進會建議將《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中的「口

啞失音不能以文字代達者」，改為「聾啞者並有台灣省聾啞福利協進

會會員證明者」。因此 1956 年公布之《台灣省殘廢者乘搭車船優待

辦法》，「口啞失音不能以文字代達者」已改為「聾或啞者」，但仍

需取得公立醫院或衛生院所開具體檢證明。然此定義似乎過於模糊，

因此，1957年針對原辦法第三條體檢部分補充解釋：

第一項：雙目失明，係指視力在 0.08以下者。

第二項：聾或啞者，係指（一）兩側耳聾者。（二）口啞而

不能言語者。

第三項：兩臂或雙腿全缺者。

第四項：四肢機能不能行動者，係指：（一）兩上肢全缺

者。（二）一下肢殘缺者。（三）兩上肢或一下肢

機能完全喪失者。（四）兩臂無手或兩手無指或一

足殘缺與兩足均無足趾者。（五）軀體有顯著疾

病，機能永遠喪失者。（六）癱瘓不能行動者。

在 1980 年開始有殘障手冊作為福利與社會救助依據之前，不同

法規制度依其目的各有不同的身心障礙認定標準（邱大昕 2013）。與

其他制度相比較，福利制度對視覺障礙標準其實嚴格許多。比方 1968

年《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應考人體格檢查規則》規定不合格標準為

「高度之視力不良，無可補救者」以及「重症眼疾患，障礙視力，防

礙工作」。1969年《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認定標準》規定，「雙目視

力在 0.1以下無法矯正治療者」或「一目失明（失明指視力只有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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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他目視野狹窄至 30 度以內者」不得參選公職候選人。1974

年公佈的〈特殊兒童鑑定及就學輔導標準〉則將視覺障礙依其障礙程

度分為盲及弱視兩大類：「盲」指優眼視力測定值小於 0.02，而「弱

視」則是視力測定值在 0.03-0.04之間。然而在 1980年〈殘障福利法

施行細則〉實施之前，車船優待辦法對盲人的定義都是雙眼失明。

（二）貧民資格

傳統社會救濟並不會將身心障礙視為提供援助的必要或唯一條

件，而必須是生活無依、且沒有家人支持的傷殘者方能接受救濟。

《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反映出傳統的「慈善」觀念，

因此才會將適用對象限定在傷殘貧民。其次，傳統的福利思想通常不

僅是單純的提供協助，而是附帶對受助者行為標準的期待，如英國

《濟貧法》對「不值得幫助的貧民」所做的分類（李易駿 2016）。當

時路上或火車站等公共場所經常有「衛生上，體面上，都不雅觀」17

的乞食者，陳文石議員便曾在台灣省參議會提案火車上禁絕乞丐行

乞。因此《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規定「不以行乞為生

者」，便是對受助者有行為上的規範與期待。

當時盲人福利協進會之領導者多屬社會經濟地位較高者，必然不

希望自己成為所爭取優待之排除對象；另一方面也可能考慮到優待資

格之取得若過於繁瑣，對行動不便的會員可能造成的困擾。因此，

1956年 1月 12日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再度向台灣省臨時議會請願，

表示希望將《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中的「貧民」兩個

字刪除，藉以符合「近代社會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暨撫卹傷殘者之立法

精神」。陳情書中表示，搭乘車船優待屬於社會安全制度之一環，主

要是基於「社會對身體欠缺、行動不自由的傷殘者之同情心，鼓勵傷

殘者〔在〕社會上能容易自立更生」，而非僅針對貧民的救濟。此外

該陳情書又說，傷殘者多出身貧困家庭，九成因家貧所迫需要外出工

17 台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01-04OA-00-6-2-0-00295。檔案日期：民國 36 年
（1947-12-09-194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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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身富家的傷殘者需要外出工作的少，因此刪除「貧民」兩個字

不會增加太多交通單位的負擔。18 向來傾向支持盲人團體的台灣省議

會，便於同年（1956年）3月 9日的第二屆第四次大會中，將《台灣

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名稱及條文中「傷殘貧民」修改為

「殘廢者」。19 同年 7月省政府回函表示，主要仍擔心優待對象擴大

會造成財政負擔。

貴會將傷殘貧民搭乘車船優待辦法之實施對象修正為全体殘

廢人民，以期不分貧富一視同仁，嘉惠殘胞用意至善，惟上

項辦法自本府頒發施行以還，傷殘貧民乘搭車船予以優待者

為數頗多，即以鐵路而言，據鐵路局統計一個月約有捌百

人，再將優待對象擴大勢必加重公民營交通事業單位負擔執

行實有困難，現各交通事業紛請暫勿更張，而事實上家境較

為富有之殘廢人民亦毋須優待，為兼顧交通事業之負擔，擬

請維持原案。

同年（1956 年）8 月 15 日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第五次大會

審議時，交通委員會審查意見表示該優待辦法之本意「原係社會對殘

廢者之不幸，表示一種同情，故與一般貧民之性質在觀點上應有不

同」。換句話說，優待乃因受惠者「傷殘」故不應加以區分貧富。因

此大會最後決定照審查意見通過，維持上次大會決議，將「傷殘貧

民」修改為「殘廢者」。因此台灣省政府於同年（1956年）10月 31

日擬訂之《台灣省殘廢者乘搭車船優待辦法》，適用對象不再限於

「貧民」，20但直到 1976年修正通過之《台灣省殘障者乘搭車船優待

辦法》時，仍有「以不行乞為生為限」的規定。

18 同註 12。
19 〈交通部門單行法省議會審議通過〉。《聯合報》，1956年 3月 10日，第 3版。
20 台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24410045002。檔案日期：民國 45年（1956-10-31-

195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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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伴人

《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規定，適用對象為「不能

單獨行動者」。這規定背後的理由是，如果傷殘者乘搭車船時需要陪

伴人協助時，除了自身的車船票之外，還要替陪伴人購買車船票的

話，傷殘者外出的交通費負擔便會多於常人一倍。如果傷殘者及陪伴

人都五折優待的話，交通費負擔才能和一般人平等。同樣地，聾啞者

外出時或許需要陪同者擔任翻譯，但若聾啞者可以透過紙筆與他人溝

通，旅途不需要有陪伴者，便不符優待資格。對此盲聾團體一方面強

調障礙者獨立行動的能力，以俗語「盲人精，啞巴能」為佐證，21 並

提出「近代社會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暨撫卹傷殘者之立法精神」的主

張，希望廢除「以不能單獨外旅、生活困苦、並無親屬可依者為限」

的規定。22 但另一方面又常要訴諸憐憫爭取同情，表示「盲人已屬人

間不幸者，深盼交通當局一本仁慈精神，寄予同情，並轉屬對盲人乘

車購票予以優待方便。」23

1959年 9月 25日台灣省議會賴榮木 24議員針對陪伴人問題提案，

希望政府准許單獨行動之盲人搭乘車船優待半價。25 當時許多盲人外

出工作時會僱用小孩，或由自己的子女帶路。然而鐵公路當局如果看

到盲人單獨行動，根據法規不是拒載就是要求必須購買全票。賴榮木

表示：

盲人生活清苦，為謀家計，必須外出謀生，若僱用小孩扶

攙，又須付出費用，自顧不暇，何能再負擔支出。自己子女

21 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1959年，「請政府准許單獨行動之盲人搭乘車船
優待半價案、請政府准許東部鐵道柴油普通車半價優待盲人以示體卹案」。《台灣省
議會公報》，第 1卷第 8期，頁 219。

22 同註 12。
23 《台灣省議會公報》，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專輯，頁 1852。
24 賴榮木（1910-1968），台中市人，日本明治大學畢業。1957年當選台灣省臨時省議會

第三屆議員。1959年 4月「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正名為「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省議
會議員由第三屆臨時省議會議員續任，之後賴榮木又於 1960、1963、1968年三連任省
議員。

25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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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願其失去教育機會，因此寧願自己獨行，而不欲人攙。

再者以台省目前教育發達而言，兒童一達入學年齡，即須強

迫入學，雖欲雇用亦甚困難。26

隔年（1960年）賴榮木再次提案，建議政府准許「視力在 0.08以

下」27 之盲人搭乘車船，不管其為單獨行動或是有陪伴一律准半價優

待案，送請台灣省政府研究辦理。28 省交通處長譚嶽泉接受質詢時答

覆說：

查優待殘廢者乘車之辦法，係社會福利主管單位所擬訂，由

中央核准施行，而其殘廢定義，亦係由醫師方面所定，如盲

人 0.08之鑑定，亦由各縣市衛生或公立醫院辦理，交通人員

當無此項智識。對於須人陪伴一節，亦係辦法中所規定，係

求取盲人行動安全，用意似亦頗善，建議各點，當請社會、

衛生方面有關機構研辦。29

除此之外，台灣省政府於書面回函也重申半價優惠的原意，並再

度提到擔心適用人數過多的問題。

查殘廢者乘車船，單獨行動，頗不安全。必須有陪伴者，方

可保無虞，本府為顧及殘廢者一人外出，須付兩人交通費

用，負担加重，影響其生活，故訂有本省殘廢者乘搭車船優

26 同註 23，頁 1851。
27 1957 年 1月 24日台灣省政府修訂《台灣省殘廢者乘搭車船優待辦法》時表示，原辦

法優待條件限制過嚴，體檢標準也缺乏具體標準。因此針對原辦法第三條體檢部分補
充解釋：雙目失明，係指視力在 0.08以下者。

28 台灣省議會，1960 年 7 月 25 日，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議員賴榮木提案，建
議政府准許視力在 0.08以下之盲人搭乘車船，不管其為單獨行動或是有陪伴一律准半
價優待案，送請省政府研究辦理。《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
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68/63.html。取用日期：2016年 9月 19日。。

29 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定期大會，1960年，「一、關於東線盲人乘坐東線柴油普通
車請予優待半價；二、請准許在 0.08以下之盲人，搭乘車船不管其為單獨行動或有陪
伴，均准半價優待。」《台灣省議會公報》，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專輯，頁 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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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辦法……其中規定殘廢者，以不能單獨行動者為限，至盲

者之視力，是否在 0.08以下，需經眼科醫師鑑定，車站人員

無法分別，如准能單獨行動之盲人優待乘車，其他殘廢者必

援例，不但與規定不符，且易滋流弊。30

1961年《公路汽車載客規則》第二十條規定，公路運輸機關得拒

絕「盲目無人扶持」者搭乘之規定被廢止。但直到 1976年 6月 17日

台灣省議會第五屆第七次定期大會修訂通過《台灣省殘障者乘搭車船

優待辦法》時，才將「以不能單獨行動」之限制刪除。

（四）車船等級

1954年通過之《台灣省傷殘貧民乘搭車船優待辦法》，原來優惠

僅限於搭乘火車之普通班車及輪船之三等艙。隨著時代的進步與交通

工具等級提升，過去所限定的車種等級也變得不合時宜。1959年省議

員賴榮木提案，希望政府准許東部鐵路柴油普通車半價優待盲人。因

為當時東部火車多改為新式柴油車，有特快車、快車、柴油普通車之

分，過去盲人搭乘可以半價優惠的舊式普通火車班次已大為減少。然

而省府僅答覆說：「查東部鐵路，並非全部改為柴油車，殘廢者欲購

買半價優待票，仍可搭乘普通班車。復查目前之各班柴油車，均不能

使用優待票，似未便為優待殘廢者而創例」，31 在車種限制上不願做

任何的改變。

1960年賴榮木於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定期大會諮詢表示，東

線柴油普通車一天有十餘班次，但普通慢車每天只有晚間十時一班

30 賴榮木提案為建議政府准許盲人搭乘車船不管其為單獨行動或是有陪伴一律准半價優
待案。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典藏號：003_61_700_49006（http://tais.ith.sinica.edu.tw/
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 xmlId=0000071521。取用日期：2016 年 9 月 19
日）。（引文底線是作者所加）

31 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1959年，「二、對盲人乘車之購票盼予方便、為
體恤盲人之困苦，對於為數不多之盲人可否繼續予以半價優待？」《台灣省議會公
報》，第 1卷第 5期，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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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對盲人很不方便。32 鐵路局長莫衡答覆說，「盲人乘車優待半價

票，照規定應以普通客車為限。東線鐵路目前柴油車仍感不敷應用，

現正向日本增購中，新購柴油車明春可運到，屆時當考慮准盲人搭乘

柴油普通車。」33 議員鄭宋柳 34 質詢時則表示，社會處補助民社黨反

共抗俄宣傳經費不甚妥當，可將該筆經費補助盲人協會或救濟貧民。

35 隔年（1961年）洪掛 36、林澄增 37 再度提案希望花東鐵路盲人乘車

一律半價，這次提案再次強調盲人如需陪伴者會導致負擔加倍：

一、對盲人乘車在普通班車均以半價優待，法有明文規定。

二、花東鐵路為改善東部客旅運輸，近來逐漸改為柴油車，

普通火車亦逐漸減少。

三、因此盲人搭乘柴油車時應繳普通火車之半價及柴油火車

之票價差額，又要兩人同時（一人引導）搭乘所以所繳

票價實質上超過常人之金額，前後發生矛盾。

四、盲人因要時常外出工作，而且經濟逼迫，又要一人同伴

引導，其負擔實有過重。

五、政府既然有意以半價優待，而且東部鐵路逐漸改為柴油

車，亦應以半價優待。

六、盲人人數不多，價款減收甚微，應不影響東部鐵路財

源。38

32 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一次定期大會，1960年，「一、關於東線盲人乘坐東線柴油普通
車請予優待半價；二、請准許在 0.08以下之盲人，搭乘車船不管其為單獨行動或有陪
伴，均准半價優待。」《台灣省議會公報》，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專輯，頁 2905。

33 同註 32，頁 2905。
34 鄭宋柳，1910年生於新竹赤土崎。1960年以黨外身分當選第二屆台灣省議會議員。
35 《台灣省議會公報》，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專輯，頁 1882。
36 洪掛，1906 年生於彰化。1954 年當選第二屆台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1960 年當選第

二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後又於 1964年及 1973年當選第三、五屆台灣省議會議員。
37 林澄增，1906年生於澎湖，後遷徙至高雄市鼓山區定居。1960年當選第二屆台灣省議

會議員。
38 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定期大會，1961年，「請政府飭令鐵路管理局對花東鐵路盲

人乘車票價一律予以半價優待案。省府五○、九、二府交路字第五九九四八號令鐵路
局副本復。」《台灣省議會公報》，第 5卷第 20期，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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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省政府才稍作讓步，同意持有交通處簽發之優待證者可以搭

乘柴油普通車時可半價優待。39 乘搭柴油快車的差額部分，則照全價

計算。如果乘坐柴油特快車，則不予優待，由此看出財務支出增加始

終是省政府的主要考量。

到了 1971 年，車種等級優惠的問題再度出現。台灣省盲人福利

協進會向省議會請願表示，鐵路的莒光、觀光、光華號已取代原有特

快、平快，公路的金龍、金馬則取代直達車。如今平快車、直達車應

已降為平民之普通使用，因此建議放寬殘廢者乘搭車船之等級。40 省

議員趙森海 41提案時也表示，十餘年來台灣各種快車班次增加很多，

而普通車次反而減少。盲人乘坐普通車時，因車中異常擁擠混亂，無

法搶到座位。擠在車廂內或攀站車廂門口，不僅對旅客極感不便，盲

人本身安全也感堪慮。因此建議盲人乘坐普通車優待半價，請改為平

快車予以半價優待。42 不過省政府答覆說，鐵路局多年來義務負擔已

感過重，對世銀貸款尚須償本付息，實不宜再予增加義務負擔，仍以

暫維現狀為宜。43 1974年議員陳 汾 44再度提案，請省交通處轉請鐵

路局准予盲人半價乘坐平快車與對號快車案。45 1976年 8月 16日《台

灣省殘障者乘搭車船優待辦法》修正通過，等級標準放寬為「程搭台

航輪船以二等六折優待」及「鐵路以乘普通車或平快車，公路以乘普

通車或不對號直達車為限」。46

39 同註 38。
40 台灣省議會第四屆第七次定期大會，1971年，「交通類：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請願

為懇請建議修訂『台灣省殘廢者乘搭車船優待辦法』緣由。」《台灣省議會公報》，
第四屆第七次大會專輯，頁 878。

41 趙森海，1932年生於台南市。1968年當選第四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後又於 1972年連
任。

42 台灣省議會第四屆第八次定期大會，1971年，「為盲人乘坐普通車優專平價，請改為
平快車予以半價優待案。省府六一、三、一府交一字第二四五九七號函復。」《台灣
省議會公報》，第 26卷第 20期，頁 1013。

43 同註 42。
44 陳洦汾，1972 年經國民黨提名當選台灣省議會第五屆議員，後又於 1981 年當選第七

屆省議員。
45 台灣省議會第五屆第三次定期大會，1974年，「請省交通處轉請鐵路局，准予盲人半

價乘坐平快車與對號快車案。」《台灣省議會公報》，第 31卷第 2期，頁 157。
46 《台灣省政府公報》，1976年秋字第 40期，頁 3-4。



「慈善」與「權利」之間 183

（五）落實執行

省議會通過或省政府同意之議案，並不表示各縣市政府就會落實

執行。由於各縣市政府的福利服務必須仰賴台灣省政府經費才有辦法

推動，如果省政府沒有給予經費補助，省議會通過之法規到了地方不

見得能落實。比方 1952 年嘉義縣議會便質疑〈台灣省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牴觸憲法地方自治原則，認為縣營公車不應受省府監督。47

1956年 9月 24日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投書媒體，表示台北市公共

汽車管理處不顧市議會屢次決議搭乘車船半價優惠，藉詞難於管理及

市內公共汽車至為擁擠傷殘者乘車恐有危險等理由，始終不肯優待傷

殘者乘車。48 1962年前高雄市盲人福利協進會理事長蔡志雄 49也向省

議會陳情，反映他在高雄搭乘公車時稽查員拒絕他出示的優待證明，

以及所受不當對待等情事。50 1963年 4月 30日基隆市盲人也碰到類

似問題，而向議會請求協助。51 省府所轄縣市尚且不遵循省議會通過

的提案，1967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更不受省政府之規範約束。因

此，1971年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必須函請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希望

能本著救助傷殘消除貧窮的宗旨，公佈殘障盲人乘搭車船優待辦法，

或比照省辦法依半價優待。52

此外，有些因地方交通特殊性而產生的問題，也需要身心障礙者

透過議會要求主管機關改善。比方 1959 年賴榮木議員於台灣省議會

諮詢時提到，盲人在鄉間從無票房的招呼站上火車，由於車上工作人

員對法令不熟悉，有時出示優待證明，車上人員多方刁難也不肯優

待。因此盲人往往必須先步行到車站購票，才能獲得半價優惠。然

47 〈公路客運業務發展沿革〉，https://transport-curation.nat.gov.tw/museo/policy.html。
48 〈大家談 北市公車薄待傷殘〉。《聯合報》，1956年 9月 24日，第 3版。
49 蔡志雄，1933年生，台南人。台南盲聾學校高職部畢業，曾任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常務

理事、中華視障聯盟理事長。
50 台灣省議會第二屆第六次定期大會，1962年，「六、殘廢者乘搭車船，政府有優待半

價購票之規定，不料公路局查票員對盲人蔡志雄半票乘車竟於拒絕，并沒收其優待車
證，此種舉措，是否合法，蔡志雄陳情書一份，請公路局長查明糾正。」《台灣省議
會公報》，第二屆第六次大會專輯，頁 2708-2710。

51 〈基隆市議會，為盲人請命〉。《民聲日報》，1963年 4月 30日，第 5版。
52 〈盲人搭公車請半價優待〉。《聯合報》，1971年 2月 28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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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車站都是火車快來時才售票，而且是一般票賣完後才開始登

記販售優待票。由於盲人行動較不方便，有時拿到票時根本就趕不上

火車，因此賴榮木議員建議，鐵路局應該多為盲人的方便考慮。53 從

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身心障礙福利與權益的爭取，並非在政府機關通

過就能達成，不僅政策制訂靠障礙團體的推動，連後續的執行也要靠

障礙者不斷監督、陳情、投訴才能落實，才能讓法律所賦予之權益得

到保障。

四、結語

身心障礙者爭取社會參與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同時期追求的

目標和使用的方法策略也不盡相同。1952年台灣盲人福利協進會成立

後，從白手杖的推廣開始，社會參與便一直是該協會追求的目標之

一。當時《公路汽車載客規則》規定，公路運輸機關得拒絕「盲目無

人扶持」者搭乘。因此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向政府單位陳情，希望

能給予半價乘車以減少盲人之負擔。然而省政府認為如果同意盲人乘

坐車船一律半價優待，其他障礙者也會起而效尤造成國家負擔。於是

透過身心障礙鑑定標準、「傷殘貧民」、「不行乞為生」、搭車船等

級等條件，來限制適用人數以節省福利預算開支。但是身心障礙團體

並未就此妥協，反而不斷透過多種公私管道與當時行政部門協商，經

過數十年的努力終於讓這些條件限制得以一一解除。

在爭取車船半價優待的過程中，慈善和權利兩種矛盾觀念或策略

經常是同時並存的。障礙團體為了爭取福利資源，經常會使用執政者

所偏好的政治語言，如「民族救星」、「神州光復」、「固有仁愛精

神」，或配合當時國家政策的行動，如按摩勞軍、「響應蔣夫人發動

建築軍眷住宅」捐款等，來討好執政當局與社會輿論。原來車船半價

優待政策的提出，是因為公路運輸機關要求盲人搭乘車輛應有陪伴

53 《台灣省議會公報》，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專輯，頁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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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此要求導致盲人交通支出比常人多一倍，唯有給予半價優待才

能符合身心障礙者外出時的平等「權利」。然而民意代表一方面以

「盲人精，啞巴能」為由，54 強調身心障礙者具有獨立行動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又主張「盲人已屬人間不幸者，深盼交通當局一本仁慈精

神，寄予同情，並轉屬對盲人乘車購票予以優待方便」，55 反對適用

對象為「不能單獨行動者」的規定。或許在社會福利資源不足的年

代，身心障礙者生活中承受各種沉重負擔，因此車船優待可以作為一

種對整體資源匱乏的彌補。

最後，法律保障未必能在日常生活中被具體實踐，而需要透過不

斷綿密的行政監督。由於福利預算支出不均地分散在各級政府與各部

門之中，省政府通過的法案，縣市政府不一定照著執行，行政部門彼

此間也經常不同調。在西部地區可以執行的法令，到了東部地區就不

一定行得通。優待辦法原本以普通班車及三等艙為限，但這項規定後

來因為東部地區的普通車班次過少而無法實行，必須等更多的新型火

車引進並提升優待車種才能解決。類似的情況後來也發生在西部地

區，而幾乎都是透過障礙團體與民意代表不斷的監督、陳情、抗議，

才能讓法規跟得上技術的轉變。權利的爭取並非一蹴可幾，也可能沒

有完全成功的一天。重新回顧與檢視這段歷史，除了讓我們更加認識

福利制度從「慈善」到「權利」的轉變歷程，也讓我們看到身心障礙

團體在戒嚴時期旺盛的生命力。

誌謝：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6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感謝蘇峰山、張恒豪、周怡

君、邱春瑜提供的修改意見，也謝謝蔡雅雯、邱薇嬛、吳佩儒在資料蒐集與校對

上的協助。最後也要感謝《台灣社會學》編委會與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讓我

從反覆修改中獲得許多新的領悟與發現。

54 同註 21。
55 《台灣省議會公報》，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專輯，頁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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